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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制度转变对旋毛虫病再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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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 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出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与社会动荡。国

营大型集体化养猪场被解散后，出现了大量达不到卫生标准的小型私人养猪场，结果引起旋毛虫病的死灰复燃，导致

家猪旋毛虫的感染率明显升高。社会动荡导致标准化大型屠宰厂和肉类加工厂的数量明显减少，随之出现了大量的

小型私人屠宰场或肉类加工厂，同时，有经验的兽医检疫人员的大量流失，导致了未经检疫的猪肉上市销售，结果引起

了人体旋毛虫病的多次暴发流行。旋毛虫病在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对居民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也是当地常

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及感染有旋毛虫的马肉出口到西欧，对西欧的公共卫生也构成了严重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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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90s,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pheaval in Eastern Europ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transition and social turbulence occurred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long. The large national big
industrial farms were broken and replaced by lots of small and privately owned pig farms. The increase of private backyard pig
farms and the poor hygienic standards resulted in the reemergence of trichinellosis and an evidently elevation of prevalence of
Trichinella infection in domestic pigs. Social turbulence led to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standardized large-scale
slaughterhouses and meat packing plants. And thereupon, these large establishments were replaced with a mass of smaller and
privately-owned abattoirs or meat processing plants. The private abattoirs and plants were too small to provide the full-time
meat inspectors, which resulted in the marketing of the uninspected pork and many outbreaks and epidemics of human
trichinellosis. Trichinellosis caused serious harm to the health of residents in Russia and som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t was also a common loc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the export of Trichinella-infected
horse meat to Western Europe, Trichinella also posed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public health of West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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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毛虫病是旋毛形线虫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

由于食入含有活旋毛虫幼虫的肉类而感染，主要临床

表现有发热、眼睑水肿、肌肉疼痛等症状。若未及时

诊断和治疗，患者死亡率为 3%~30%。自旋毛虫病首

次被发现后，10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出

现了该病的发生。旋毛虫病对养猪养殖业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同时还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在欧

盟，法律明确规定其成员国内饲养的生猪必须进行旋

毛虫检测，其费用高达 5.7亿美元。因此，旋毛虫病对

公共卫生、养猪业及肉类出口贸易均有严重影响[1]。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战争或社会经济体制的转

变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常伴有重大传染病（如鼠疫、霍

乱等）的流行或大流行。19世纪末期到 20世纪初期，

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报道有旋毛虫病的发生。大型

标准养猪场的建立以及实行专业兽医检测控制措施，

猪和人的旋毛虫的感染率逐渐降低。随着苏联解体

和东欧剧变，社会制度的变化、经济或战争等原因使

旋毛虫病在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出现了再度肆虐。

为了开阔寄生虫学与热带医学教师的历史视野，落实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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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及制度自信，本文对

旋毛虫病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流行的历史、现状、再

现的原因及其对西欧公共卫生的影响等阐述如下。

1 社会制度演变对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国家旋毛虫

病流行的影响

1.1 俄罗斯 在 20世纪 30年代，前苏联的中欧及远

东地区旋毛虫病较为严重。随着大型工业化集体养

猪场的建立，到 20世纪 70—80年代，前苏联猪旋毛虫

病逐渐得到控制，猪旋毛虫的感染率为 1/106~5/106，
如 1983年的感染率仅为 0.000 27%。此外，由于开展

了强制性的猪肉检疫，到 60年代末期人体旋毛虫病

的发病率几乎降至零。1983年以后随着小型养猪场

的建立，前苏联地区旋毛虫病的流行情况开始恶化。

尤其是在 20世纪 9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出现了大量

小型私人养猪场，加上兽医检测控制措施不力，导致

猪旋毛虫感染率显著升高，如生猪饲养数量从 1980
年的 2 600万头到 1994年已降为 700万头，但猪旋毛

虫的感染率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从 1982 年的

0.000 25%升至 1994年的 0.000 89%，部分村庄猪旋

毛虫的感染率高达 50%[2]。在北高加索地区，1971
—2002年集体化养猪场猪的旋毛虫感染率仅为

0.003 3%~0.034 0%，而个体养猪场猪的旋毛虫感染

率远高于集体化养猪场，感染率高达0.06%~1.40%。

在俄罗斯北欧部分的 Kaliningrad 和 Vologda地
区，1998年发生了 4次旋毛虫病暴发，48人发病；在中

欧的莫斯科和Tula地区，1998—2001年发生了 4次旋

毛虫病暴发，44人发病；在西西伯利亚，人体感染旋

毛虫的主要来源是猪肉，占 38.7%[3]。俄罗斯国家官

方统计数字表明，1995—1996年在俄罗斯发生的旋

毛虫病人中因食猪肉引起者占 80%，1998—2002年
47次旋毛虫病事件的 864例患者中，35.6%患者因食

猪肉引起。在俄罗斯，引起旋毛虫病暴发的主要危险

因素是从私人屠宰场购买并销售未经兽医检疫的猪

肉。2004年 12月 1日俄罗斯的Kabardino-Balkaria地
区一家 3人因食用从当地市场上购买的猪肉而同时

患旋毛虫病，调查发现售货者不能提供所售猪肉经过

兽医检疫旋毛虫的证明。

1.2 立陶宛 立陶宛拥有 370多万人口，养猪业发

达。旋毛虫病是立陶宛最重要的寄生虫病。自 19世
纪至 1971年，立陶宛共报告 284例旋毛虫病患者，主

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随后逐渐向中部地区扩散，平

均每年有 4~6次暴发。然而，1990年立陶宛的社会制

度和经济体制演变后，1992年旋毛虫病患者已经遍

布全国；1984—1992年每年发生 16~76次暴发，其中

1990年以后平均每年 30次以上暴发，1992年更是高

达 76次，其中 39次暴发是因食用无营业执照的屠户

销售的猪肉引起[4]。1993—1999年期间，立陶宛共发

现 1 290例旋毛虫病患者，均因食猪肉引起。由于屠

宰猪主要在冬季，因此立陶宛的旋毛虫病暴发主要发

生在冬季，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夏季暴发主要与进食

野猪肉有关。据立陶宛有关部门统计，旋毛虫感染主

要来源于家庭饲养猪，由于缺少相关的检验检疫，因

此造成旋毛虫病的暴发。

1.3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与立陶宛接壤，同样也是

养猪业发达地区。拉脱维亚家猪的旋毛虫感染率非

常低，1999—2001年仅发现 5头猪感染旋毛虫。拉脱

维亚在 1995—1997年共报道了 156例旋毛虫病患者，

均因食猪肉引起。在 2001—2004年期间，每年旋毛

虫病例为 20~24例，年发病率为 0.7/105~1/105；发病年

龄为 1岁以上的各年龄组，每年约 1~3次暴发，累及患

者 2~24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每次暴发均因进食猪

肉所致。2005年拉脱维亚报道 45例旋毛虫病患者，

均与进食咸猪肉有关。

1.4 乌克兰 乌克兰南部是旋毛虫病的高发区域，

主要是由于苏联解体后兽医防疫防控措施缺失，人进

食旋毛虫感染的猪肉，从而导致旋毛虫病感染率升

高[5]。2004年乌克兰农村地区，11人食用来自一位农

民屠宰的未经检疫的猪肉，结果导致 4人患旋毛

虫病。

2 社会制度演变对前南斯拉夫国家旋毛虫病流行的

影响

20世纪 90年代，前南斯拉夫解体，从此开始了新

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国营大型集体化养猪场比

例逐渐降低，随之出现了大量私营小养猪场。具有良

好的兽医卫生控制措施的大型工业化养猪场为社会

所有制，并受到了政府的资助。只有极少数大型养猪

场属于私人所有。国营大型养猪场具有严格的标准，

其基本要求一般包括：理想的地理位置、理想的周围

环境、具有防护墙以及良好的消毒等卫生条件，同时

这些养猪场一般养殖数量较大，可饲养超过一万头生

猪。前南斯拉夫解体造成的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卫

生检疫体系，大型工业化养猪场因管理混乱和检疫缺

失，造成大量生猪成了旋毛虫病的传染源。前南斯拉

夫的许多大型工业化屠宰场因财政困难被迫关闭，具

有高水平的兽医和卫生控制措施屠宰场逐渐被近千

个小型的私人屠宰场或肉类加工厂所替代。

2.1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与黑山国家联盟是前南斯

拉夫因国内战争导致国家解体后的独立国家。国内

持续动荡导致包括旋毛虫病在内的食源性寄生虫病

患病率持续上升，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食源性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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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流行国家之一。1958年开始的猪肉检疫检验、大型

国营养猪场的建立、完善的兽医服务等因素，使塞尔维

亚生猪旋毛虫感染率显著下降。1980—1990年对前

南斯拉夫进行的系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塞尔

维亚只有 3个动物旋毛虫病流行区，猪旋毛虫的感染

率为0.009%~0.02%，同时前南斯拉夫人体旋毛虫病患

者发病率也显著下降，每年仅有 100~200例旋毛虫病

患者，只有1985年例外（当年报告了684例患者）。

1990年塞尔维亚社会动荡，同时国内旋毛虫病

也呈现死灰复燃的迹象。猪旋毛虫的感染率从 1994
年的 0.064%升至 1999年的 0.17%，同时旋毛虫病患

者也比 1980—1990年增加了 3~5倍[6]；1993—1999年
塞尔维亚分别报告人体旋毛虫病 210、493、803、598、
804、471、559例；绝大多数与进食猪肉有关。2001年
塞尔维亚发生的一起 309人旋毛虫病暴发，其原因为

进食来自于一个小屠宰厂和小肉类加工厂的未经检

疫检验的熏香肠所致。调查发现该屠宰厂每天宰杀

100头猪，然后在用木头加热的熏室内进行肉品加工，

但无温度控制措施[7]。旋毛虫病在塞尔维亚的死灰复

燃，说明食物安全体系和动物检验检疫在旋毛虫病发

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至 21世纪前 10年（2001—
2010年），塞尔维亚全国猪的旋毛虫感染率才从

0.14%逐渐降至 0.02%，全国共有 2 257例旋毛虫病患

者，包括3例死亡病人[8]。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伏伊伏丁

那省，2005—2016年的平均旋毛虫病发率为 3.5/105，
其中重症住院患者与死亡人数分别占全部患者人数

（828例）的 41.6%与 0.4%。8次旋毛虫病暴发主要发

生在家庭成员，因食入家庭饲养而又未经兽医检疫的

猪肉所致[9]。
2.2 克罗地亚 旋毛虫病主要散发于克罗地亚农村

地区。1980—1990 年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克罗

地亚猪的旋毛虫感染率为 0.05%，全部发生于卫生条

件较差的私人养猪场。1991—1993年，克罗地亚社

会动荡导致该国内生猪旋毛虫感染率显著上升，1995
—1999年猪的旋毛虫感染率分别为 0.25%、0.48%、

0.79%、0.7%及 0.95%，显著高于战争前水平。1998—
2000年克罗地亚全国屠宰猪的旋毛虫感染率分别为

0.22%、0.36%、0.32%。1993—1996年克罗地亚分别

报告 25、63、115、156例旋毛虫病患者；1997—2000年
人体旋毛虫病病例数分别为 112、575、337及 23例[10]。
自 2000年实施旋毛虫病的相关防疫措施后，克罗地

亚猪旋毛虫的感染率情况才得以好转，2001—2003
年猪旋毛虫的感染率分别降至 0.09%、0.07% 及

0.06%。然而，2003年 2月，在克罗地亚东部发生了 2
次人体旋毛虫病暴发，第 1次暴发出现 4例旋毛虫病

患者，感染来源为旋毛虫感染的家猪肉；第 2次暴发

中有 20人出现了旋毛虫病临床症状，在进食的家猪

肉中检出了旋毛虫。

2.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纳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成员国之一，

旋毛虫病是影响该国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主要呈散

在暴发。1995年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国猪旋毛虫感

染率开始上升，同期旋毛虫病患者病例数也显著升

高，主要与进食猪肉或野猪肉有关[11]。
3 社会制度演变对东欧其他国家旋毛虫病流行的

影响

3.1 波兰 波兰在 1990年发生社会制度演变后，旋

毛虫病每年均有散在暴发。1993—1996年波兰猪旋

毛虫感染率分别为 0.002 6%、0.003 2%、0.001 6%及

0.000 94%。1997年以后猪旋毛虫感染率才开始下

降，1997—1998 的感染率分别降至 0.000 43% 和

0.000 36%[12]。1993—1998年，波兰共报告旋毛虫病

患病 768例，占该国食源性疾病患者的 1.3%。1993—
1997年数据显示，76%的旋毛虫病患者与食用猪肉或

猪肉制品有关。在波兰，猪旋毛虫感染主要见于私人

养猪场，这些养猪场应用垃圾或狐胴体饲养生猪（猪

的旋毛虫感染率高达 70%~75%)。1990—1995年波

兰因进食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暴发次数是 2000—
2005年的 3.5倍；在 20世纪 90年代早期，猪肉是波兰

人旋毛虫病的主要传染源，占所有旋毛虫病暴发感染

来源的 71%[13]。2007年，波兰发生 8次旋毛虫病暴

发，累及 291人，其中 1次暴发是过去 20年来最大的

一次暴发，因食入生猪肉香肠引起，此次暴发还导致

了冰岛、德国与丹麦的输入性病例[14]。
3.2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旋毛虫问题较为严重，猪

旋毛虫感染率曾一度高达 24%。随着 20世纪初保加

利亚社会动荡，导致该国人旋毛虫病的患病数明显上

升，如 1991—2000年间，全国共报告旋毛虫病患者

5 683例，显著高于 1922—1974年的 726例。1990年
之后的人体旋毛虫病的感染源主要是家猪肉，54.2%
的旋毛虫病暴发是与进食家猪肉有关[15]。尽管该国

规定必须对猪肉进行旋毛虫的相关检疫检验，但社会

动荡严重影响了相关规定及法律的执行。

3.3 罗马尼亚 1868年在罗马尼亚发现了第 1例旋

毛虫病人，从此以后的 100多年间，每年均有人和动

物感染旋毛虫的记载。除了历史原因外，罗马尼亚旋

毛虫病流行还与该国的经济状况有关。经济状况差，

伴随而来的动物食料的短缺、养猪场卫生条件不达

标、卫生防疫措施的缺失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该国旋毛

虫病的流行。由于罗马尼亚对国营养猪场猪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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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的旋毛虫检疫，因此 1913—1993年间在罗马

尼亚无因食用国营养猪场猪肉引起旋毛虫病的案例。

然而，随着罗马尼亚发生社会制度转变，许多小型养

猪场随之出现，其中一些私人养猪场附带有家庭屠宰

厂，对所有猪进行旋毛虫检疫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家

庭屠宰厂。因此，20世纪 90年代在罗马尼亚的 41个
县均发现有旋毛虫病人，主要因食含有旋毛虫幼虫的

猪肉而感染。

1963—1968年，全国每年平均发生人体旋毛虫

病 79.7例。然而，随着 1990年发生社会经济制度变

革，罗马尼亚国内猪旋毛虫病的感染率开始上升，

1992、1993 及 1999 年猪的旋毛虫感染率分别为

0.11%、0.16%及 0.15%[16]；同时旋毛虫病患者病例数

也呈直线上升，1990—1993年旋毛虫患者人数分别

为 1 031、1 527、2 147、3 649例。由于政府采用相应

措施，1994年以后旋毛虫病发病率开始缓慢下降，同

时罗马尼亚猪旋毛虫感染率的下降也是非常缓慢的，

数据显示 2000—2002年罗马尼亚猪旋毛虫感染率分

别为0.15%、0.06%及0.03%。

4 东欧国家的旋毛虫病对西欧国家公共卫生的影响

1998—2016年，法国共有 31例输入性旋毛虫病，

占法国国家旋毛虫病参考中心报告的所有旋毛虫病

例数的 39%。20世纪末前南斯拉夫的战争与社会动

荡，引起当地旋毛虫病的再现，从而导致旋毛虫病输

出到德国，法国及英国等西欧国家[17]。2017年，在塞

尔维亚感染的 3例旋毛虫患者携带家庭屠宰的猪肉

到法国，与其亲友与朋友分食，结果在法国引起了 9
例旋毛虫病的发生。由于多数当地医生对旋毛虫病

不熟悉，延迟了病人的诊断，从而导致了并发症的出

现，如面神经麻痹与肺栓塞等[18]。1999年伦敦发生 8
名因食用从塞尔维亚进口的猪肉而导致的旋毛虫病

暴发[16]。2004年丹麦发生的 7例因进食了从罗马尼

亚进口的未经检疫的猪肉所致的旋毛虫病患者。

1997—2005年在法国和意大利发生了 15次因食用从

东欧国家（波兰、前南斯拉夫或塞尔维亚）进口的马肉

而引起的人体旋毛虫病暴发，共导致 3 334人发病（法

国 2 296例，意大利 1 038例），此外 1985年在法国发

生的1次旋毛虫病暴发，642人发病，5人死亡[19]。
5 旋毛虫病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再现的原因

20世纪 90年代，旋毛虫病在俄罗斯、乌克兰、立

陶宛、前南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纳）及一些东欧国家（波兰、保加利亚和

罗马尼亚）等再度肆虐。这些国家经历了政治经济制

度转变，国营大型养猪场的关闭，大量的卫生条件不

合格的私人小型养猪场的增加，导致家猪旋毛虫感染

率升高。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由于经济体制转变造

成的社会动荡，国家经济衰退，食品卫生体系及兽医

检验检疫系统出现监管缺失等是导致人体旋毛虫病

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对食品安全网络崩溃的进一

步分析表明，人体旋毛虫病暴发是由于经济衰退导致

大量兽医检验检疫人才流失、合格的大型屠宰厂和肉

类加工厂的倒闭等造成的。大型屠宰场被近千个小

型屠宰场或肉类加工厂所替代，同时国家又无法对私

人小养猪场实施标准化管理措施。大型屠宰场对猪

肉中旋毛虫检疫的质量非常严格，一旦在猪肉中发现

旋毛虫，则将感染有旋毛虫的猪肉全部销毁；而小型

屠宰场或肉类加工厂因规模太小无法配备全日制的

专职检疫人员，从而导致漏检的猪肉上市销售。在塞

尔维亚，虽然根据欧盟规定制定的猪肉检疫规程是适

当的，但社会动荡、经济困难及存在有大量的小型私

人养猪场、屠宰场或肉类加工厂，猪肉检疫规程在塞

尔维亚不能被严格的贯彻执行，造成塞尔维亚猪旋毛

虫的感染率和人体旋毛虫病患者显著增加。

6 结 语

在俄罗斯、一些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国家及一些

东欧国家，食用未经检疫的猪肉仍是旋毛虫病暴发的

重要原因，旋毛虫病的死灰复燃与社会经济制度转变

密切相关；其中在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地区，旋毛虫病的暴发不仅与社会经济制度转变有

关，而且还与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和战争有关。上述

国家的旋毛虫流行病资料显示，食品安全体系和兽医

检验检疫是旋毛虫防治的重要环节，社会经济制度转

变与旋毛虫的再度肆虐密切相关。一旦出现旋毛虫

病的暴发，政府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控

制旋毛虫病，即使如此，旋毛虫病的流行仍将持续相

当长的时间。如在克罗地亚，2000年该国农业部实

施旋毛虫病控制措施后，至 2003年猪的旋毛虫感染

率才降至 0.06%；而在塞尔维亚，旋毛虫病自 1990年
再度肆虐后，至 2010年该国仍发生了 9次旋毛虫病暴

发。因此，国家社会制度安定与经济体制稳定对于控

制旋毛虫病的流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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